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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指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全局

空间自相关、动态面板空间自回归模型（DP-SAR）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进行研究，研究

结果显示：（1）2004—2018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快速发展，但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初步形成了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三角格局；（2）基于邻近距离、经济距离和混合距离权

重矩阵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发展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关系；（3）长江中游城市群

产业生态化存在空间和时间两条区域联动转移机制，空间方面表现为周边城市、标杆城市对地区

产业生态化具有负向影响，时间方面则表现为地区产业生态化发展存在惯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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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工业增加值稳居世界第一位。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资

源大量消耗，污染大量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2015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

其中“绿色发展”是主要内容之一。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产业生态化是

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长

江中游城市群位于中部地区，主要包括湖北、湖南和江西，在长江经济带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实现产

业生态化发展是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成长为新的

增长极需要实现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又特别需要注重经济与生态协调共进。因此，研究长

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及其区域联动转移机制，对于认清当前发展阶段，预判未来发展趋势，制

定科学合理的干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关于产业生态化已有丰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生态化评价、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空间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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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应等方面。首先，在产业生态化评价方面，现有研究多采用构建指标体系的方式对产业生态化发展水

平进行综合评估，例如陆根尧等
[1]
、何天祥等

[2]
、张诗超

[3]
、郭付友等

[4]
、张媛媛等

[5]
、魏巍等

[6]
的研究。其

次，在产业生态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主要是基于数据包络等方法对各地区的产业生态化效率进

行测算，并研究其影响因素，讨论其内在机制，相关研究如李倩和盛逖
[7]
、王晶和孔凡斌

[8]
、马勇和刘军

[9]
、

唐建荣和李晓静
[10]
、张国俊等

[11]
、雷玉桃和游立素

[12]
、曾鹏和韩晓涵

[13]
。此外，现有研究还关注了产业生

态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例如，杨得前和刘仁济
[14]
、袁世一等

[15]
的研究表明，产业生态化表现出空间集聚特

征。这些文献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但存在如下改进空间：在对产业生态化的空间溢出效应

进行研究中，现有文献多采用传统的空间计量模型。然而在现实中，随着时间的演变，产业生态化还表现

出时间依赖路径。这种时间变化反映了区域产业生态化溢出效应的动态过程，对于更加科学地把握产业生

态化的发展现状及其演变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首先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其进行综合评

价。在此基础上，基于全局空间自相关模型计算 Moran’sI 指数和动态面板空间自回归（DP-SAR）模型研

究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区域联动转移机制。

1 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1.1.1 产业生态化评价指标体系

对一个地区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是研究产业生态化发展区域联动转移机制的前提，

现有文献多采用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对地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评价。从产业生态化的含义来看，要求

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赵丹阳等
[16]
从产业结构优化度和资源环境效率两

个方面建立产业生态化指标体系，类似的研究还有郭付友等
[4]
从产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两个维度，王珏

晗等
[17]
从经济发展效率和资源环境效率两个角度进行构建。此外，亦有诸如陆根尧等[1]的研究从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生态保护水平、资源消耗水平、污染排放水平、资源循环利用水平五个方面建立省际产业生态

化指标体系。张媛媛等
[5]
则从影响因素角度概括了产业生态化水平的三个方面：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自

然环境因素。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关于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研究存在差异，但所选取的指标大同小异。

上述研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关于产业生态化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但也存在改进的空间。从实现产业生态化的动机来看，这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受到生态约束和资源

约束
[18]
。一方面，在资源约束方面，产业发展需要消耗资源，尤其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然而，许多

资源是有限的，过度使用将导致资源过快枯竭。为了避免资源过快枯竭，需要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另一方

面，从生态约束来看，产业发展还会增加废水、废气、固废排放，对环境造成污染，从而恶化人居环境；

产业发展还会扩大征地面积，导致大量绿色用地被建设用地替代，城市绿色空间缩小。因此，为了改善人

居环境，需要注重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增加生态资本。同时，产业发展是为了增加产出，提

高国民经济福利。因此，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衡量产业生态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可见，产业生

态化是在产业经济发展、生态资本存量和资源使用效率三方面的权衡，也即是一个关于“经济—生态—资

源”的有机系统，要求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加资本存量，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根据科学性、系统性、

完整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本文建立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表 1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区域产业

生态化

产业经

济发展

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0.2699

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 0.0888

产出与就业协调程度 — 0.004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 % 0.1288

生态资

本存量

人均绿地面积 平方米 0.3149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627

资源使

用效率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耗电 万千瓦时/万元 0.0404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0.0652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废水排放 吨/万元 0.0093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废气排放 立方米/万元 0.0156

表 1 中的产业生态化指标体系，所选取的指标总体上同现有研究是一致的。但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在产业经济发展中引入了“产出与就业协调程度”指标，该指标计算的是非农产业产值比重/非农产业

就业比重偏离均衡水平（等于 1为均衡水平）的绝对值。从经济发展效率的角度来看，非农产值比重等于

非农产出就业比重表明部门间经济发展协调。相反，若两者比值不相等，则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资源

配置扭曲、要素配置效率不高的现象
[19-20]

。事实上，要素配置效率也是衡量地区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

指标，本文因此将其引入到产业生态化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

1.1.2 熵值法

在评价方法方面，本文采用熵值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的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参考姚

成胜等
[21]
的研究，计算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表 1 中各指标的单位存在差异，不同指标数据的量纲及其正负取向都存在

着显著差距。因此，在计算指标权重前，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对于正向指标，其标准化公式如下：

式中：i表示指标，j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表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xijt表示原始指标值。

（2）计算 j城市第 t年 i指标的比重 yijt，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T 表示时间长度，由于本文是对 2004—2018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故 T=15；n 为城市数量，在本

文中为 28；i=1,2,…,N，N=10，表示指标个数。



（3）计算指标的信息熵。定义 i指标的信息熵为 ei，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k=1/ln(T×n)。因此，可得 0≤ei≤1。若 yijt=0，则记 yijt×lnyijt=0。

（4）计算信息熵冗余度。定义信息熵冗余度为 di，其计算公式为：

（5）计算指标权重。定义指标权重为 wi，根据式（5）计算的信息熵冗余度，可以计算各指标权重为：

式中：N 表示指标个数。基于上述公式，可以得到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级市的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指

数：

式中：Mjt 表示 j 城市 t 年的产业生态化指数。根据计算结果，本文将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指数划分

为五个区间，其中[0,0.2)为低产业生态化阶段，[0.2,0.4)为较低产业生态化阶段，[0.4,0.6)为一般产业

生态化阶段，[0.6,0.8)为较高产业生态化阶段，[0.8,1.0]为高产业生态化阶段。

1.1.3 空间自相关分析法

地理学第一定律阐释了空间的联系与其距离的关系，认为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同其距离的远近有着正向

相关作用。根据熵值法可以计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指数，可进一步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

方法探究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相关关系。全局空间自相关描述的是根据 Moran’sI 指数来衡量

产业生态化在空间上的整体分布状况。为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 Moran’sI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Mj 和 Mk 分别表示 j和 k城市的产业生态化水平；M-为平均值；wjk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在此，

本文同时采用 0—1 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作为空间自相关分析的权重矩阵；s2 则表示各产业生态化指标的

方差，n则表示该变量的样本个数。根据式（8）可知，产业生态化 Moran’sI 指数介于-1～1之间。其中，

若 Moran’sI＞0，则表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化综合评价指数在空间上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越接近于 1表

明正向相关程度越高；相反，若 Moran’sI＜0，则表示产业生态化水平在空间上表现出负相关关系，该数

值越小则表明负向相关程度越高。



1.1.4 动态面板空间自回归（DP-SAR）模型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各地区的经济行为在空间上可能存在相关关系，考虑空间因素可以增强模型的

解释力。例如，Funashima&Ohtsuka
[22]
的研究认为包括投资消费等行为均在空间上表现出依赖特征。对于中

国而言，还存在“晋升锦标赛”的情况，地方官员为了获取晋升资格会更加注重发展经济，例如 Yu 等
[23]

的研究。从产业生态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为了追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还是为了贯彻“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思路，各个地区都可能存在同业竞争，这会导致产业生态化的空间依赖特征。为了对长

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区域联动转移机制进行研究，构建如下空间计量模型：

式中：Mjt 表示 j城市 t期的产业生态化水平；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ρ则表示空间依赖系数；Xjt 表

示控制变量集合；β表示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向量；ejt 表示模型的误差项，满足 ejt~pe(e,Σ)的分布，e

表示误差项的均值，Σ则表示方差。根据式（9）可知，一个城市的产业生态化发展会受到城市群内其他城

市溢出效应的影响，也即产业生态化的空间联动转移机制。此外，一个地区的产业生态化发展可能还受到

其历史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即时间上的依赖路径。为此，在式（9）的基础上，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

态化动态面板空间自回归（DPSAR）模型，研究产业生态化的区域联动转移机制，如式（10）所示：

式中：Mjt-1 表示 j城市 t-1 期的产业生态化水平；γ表示产业生态化的时间转移路径，该系数大于 0

则表明存在一条增长的产业生态化路径；ejt 表示模型的误差项，满足 ejt~pe(e,Σ)。此外，在控制变量

的选择方面，本文主要考虑了如下控制变量，分别是富裕程度、利用外资结构、科技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消费结构 4个变量。

1.2 研究区域与数据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 2004—2018 年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研究对象为位于该城市群的地级市。根据国

务院 2015 年批复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覆盖范围包括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

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主要覆盖了湖北、湖南和江西 3个省份。根据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

文选取的研究城市共有 28个。其中，湖北省包括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襄阳、宜昌、荆

州、荆门 10 个城市，湖南省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 8个城市，江西省包

括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抚州、吉安 10个地级市。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

方面，其一，关于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总人口、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率等

指标，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二，对于各城市的三废排放数据，主要来源于 EPS 数据库。

2 结果分析

2.1 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

2.1.1 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表 1和前文的计算方法，可以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级市 2004—2018 年的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综

合评价。表 2报告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结果及排名。

表 2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结果及排名

城市 均值
省内

排名

整体

排名
城市 均值

省内

排名

整体

排名

南昌 0.462 2 4 益阳 0.190 8 22

九江 0.366 4 8 常德 0.279 5 16

景德镇 0.455 3 5 衡阳 0.265 6 17

鹰潭 0.314 5 12 娄底 0.259 7 19

新余 0.469 1 3 武汉 0.544 1 1

宜春 0.141 10 28 黄石 0.329 3 10

萍乡 0.302 6 14 鄂州 0.307 4 13

上饶 0.203 7 21 黄冈 0.183 9 24

抚州 0.175 9 27 孝感 0.176 10 26

吉安 0.181 8 25 咸宁 0.231 7 20

长沙 0.498 1 2 襄阳 0.288 5 15

株洲 0.366 3 7 宜昌 0.357 2 9

湘潭 0.386 2 6 荆州 0.183 8 23

岳阳 0.321 4 11 荆门 0.263 6 18

根据表 2 中的结果可知：（1）从省际产业生态化平均值来看，表现出湖南>江西>湖北的特征。其中，

湖南的全省平均值为 0.320，湖北的全省平均值最低，为 0.286。这表明，湖南省各地级市的产业生态化平

均值较高，湖北的平均水平最低。（2）从省会城市来看，产业生态化水平的位次关系为武汉>长沙>南昌。

表 2显示，武汉和长沙均是各自省份产业生态化水平最高的城市，江西各地市中，新余的产业生态化水平

最高。结合省际产业生态化平均值可知，湖南的各地级市产业生态化水平差距较小，而湖北各个地级市的

产业生态化水平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极化现象更加明显。南昌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在江西不是最高的，省

会的极化效应不明显。（3）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04 年，产业生态化的区域均

值只有 0.198，到 2018 年显著增长至 0.411，跨越了两个等级。（4）在空间层面，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

态化发展的区域差异不断凸显。2004 年，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湘潭，为 0.327；最低的是宜春，

仅有 0.073，两者相差 0.254。到了 2018 年，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武汉，为 0.798；最低的是孝

感，仅有 0.217，两者差距达到 0.581。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演变，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产业生态化发展区域

差距不断拉大。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省会城市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不断上升，

省内和城市群内的极化效应不断凸显。

那么，2004—2018 年上述 3个中心城市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呈现怎样的演变呢？图 1绘制了时间演变图，

武汉、长沙、南昌 3 个中心城市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呈现武汉>长沙>南昌的特征。2004 年，3 个省会城市的

产业生态化水平相近，分别为 0.272、0.310 和 0.302，其中武汉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在 3个省会城市中得分

最低。经过 15 年的发展，武汉的产业生态化水平显著增长至 0.798，较 2004 年增加高达 0.526，已经接近

高产业生态化阶段；其次是长沙，增长至 2018 年的 0.720，较 2004 年增加 0.410，位于较高产业生态化阶

段；南昌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增加最小，仅有 0.654，但南昌 2018 年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已经超越新余（0.599）

位于江西第一位。由此可见，一方面，武汉的产业生态化水平持续快速提高，且同长沙和南昌的差距不断

拉大。这表明，武汉在湖北的首位城市地位不断凸显，城市的极化现象不断加强。另一方面，长江中游城



市群地区，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三角格局基本形成。

间演变趋势。为了进一步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态势进行研究，本文基于 ArcGIS10.2 软

件绘制了产业生态化时空演变趋势（2004 年、2011 年、2018 年），如图 2所示。根据图 2可知，长江中游

城市群各地级市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经历着由区域整体性均衡向区域集中转变。在 2004 年，长江中游城市

群各地级市的产业生态化水平都位于 0.400 下方，位于低产业生态化阶段或较低产业生态化阶段，长江中

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在 2004 年起步较低。到了 2011 年，武汉、长沙、南昌、新余和景德镇 5

个城市的产业生态化水平显著提高，处于中等产业生态化阶段。2018 年，武汉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得到显著

提高，已经位于较高产业生态化阶段。湖南也形成了以长沙为领头羊的产业生态化集群，且主要集中在长

株潭和湘北等地区。南昌的产业生态化水平持续快速提升，并在 2017 年超越新余位于江西第一位。因此，

从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来看，初步形成了以武汉为领头羊，与长沙、南昌争相竞争

的格局。

2.1.2 产业—生态—资源评价结果

表 1从产业—生态—资源三个维度建立了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体系，表 2 和图 2 显示了长江中游城市

群各地级市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从产业—生态—资源三个维度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

生态化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各城市产业生态化子系统综合评价均值见表 3。



根据表 3 的计算结果可知：（1）各城市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解释产业生态化差异的主要因子。

长沙的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排第一，达到 0.285；武汉和南昌分别位于第二和第三位，

分别为 0.273 和 0.209。（2）从生态资本存量角度来看，江西的生态资本存量显著高于湖南和湖北。

表 3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一生态一环境”分项综合评价结果

城市
产业经

济发展水平

生态资

本存量

资源使

用效率
城市

产业经

济发展水平

生态资

本存量

资源使

用效率

南昌 0.209 0.178 0.075 益阳 0.073 0.044 0.072

九江 0.205 0.095 0.066 常德 0.156 0.047 0.076

景德镇 0.173 0.209 0.073 衡阳 0.146 0.053 0.066

鹰潭 0.164 0.082 0.068 娄底 0.153 0.046 0.060



新余 0.158 0.246 0.065 武汉 0.273 0.196 0.075

宜春 0.038 0.034 0.068 黄石 0.175 0.094 0.061

萍乡 0.141 0.093 0.068 鄂州 0.106 0.133 0.067

上饶 0.116 0.023 0.065 黄冈 0.099 0.011 0.073

抚州 0.056 0.046 0.072 孝感 0.062 0.058 0.056

吉安 0.081 0.033 0.067 咸宁 0.077 0.081 0.073

长沙 0.285 0.136 0.077 襄阳 0.135 0.079 0.074

株洲 0.188 0.109 0.069 宜昌 0.185 0.106 0.066

湘潭 0.194 0.123 0.069 荆州 0.086 0.031 0.066

岳阳 0.182 0.067 0.071 荆门 0.133 0.063 0.067

新余的生态资本存量平均值最高，为 0.246；其次是景德镇，为 0.209，两者都位于江西。排在第三位

的是武汉，生态资本存量综合评价结果为 0.196。在省会城市中，长沙的生态资本存量综合评价结果最低，

仅为 0.136。（3）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资源使用效率综合评价结果相差不大。首先从省会城市来看，武

汉、长沙和南昌分别为 0.075、0.077 和 0.075，差距不显著；从其他城市来看，最低为湖北孝感，仅有 0.056，

与武汉相差 0.019，不是构成产业生态化差异的主要因子。产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在于，各地区同时执

行关于污染排放和资源使用效率的相关规定，从而导致差异较小。总而言之，表 3的结果表明产业经济发

展水平在解释区域产业生态化发展差异中的作用最大，其次是生态资本。

2.2 产业生态化空间相关性分析

2.2.1 基于空间邻近权重矩阵

根据式（7）计算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级市 2004—2018 年的产业生态化指数，本文进一步基于式（8）

和式（9）对其空间相关性进行初步分析。首先，表 4报告了基于邻近距离权重矩阵的产业生态化的全局空

间自相关系数（Moran’sI 指数）。

表 4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 Moran’sI 指数（邻近距离权重矩阵）

年份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MoranMoran’sI -0.101 -0.040 -0.087 -0.123 -0.135

年份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MoranMoran’sI -0.183 -0.155 -0.165 -0.183 -0.206

年份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MoranMoran’sI -0.213 -0.228 -0.228 -0.229 -0.246

根据表 4 可知，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级市的产业生态化指数呈现空间负相关，这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

的产业生态化呈现空间发散的特征。从时间演变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总体呈现负

的空间相关关系。2004—2018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的负空间自相关效应总体上呈现不断强化

的趋势，由 2004 年的-0.101 变为 2015 年的-0.246，且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长江中游城市

群的产业生态化空间发散特征不断凸显。

2.2.2 基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表 4是基于邻近距离权重矩阵计算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指数，根据计算结果可知长江中游城

市群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呈现空间分散特征，表明地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同其周边城市呈负相关。本文

进一步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的角度来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的空间相关系数时间演变趋势，在变

量选择方面则选取 2004—2018 年各地级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值。本文采用两个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值作为空间权重，该赋权方法相对于邻近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而言赋予了不同发展水平城市不同的权

重。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对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重。

基于此，本文计算的 Moran’sI 指数如表 5所示。

表 5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 Moran’sI 指数（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年份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MoranMoran’sI -0.178 -0.192 -0.198 -0.191 -0.198

年份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MoranMoran’sI -0.206 -0.203 -0.196 -0.195 -0.214

年份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MoranMoran’sI -0.214 -0.218 -0.208 -0.201 -0.197

表 5 显示，当采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计算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 Moran’sI指数时，可见各地级

市的产业生态化水平仍然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比表 4可知，2014 年及以前，基于经济距离空间权重

矩阵计算的 Moran’sI 指数绝对值更大，而在 2014 年后则要小于表 4 中的估计值。这表明，一方面，长江

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仍然表现出空间分散特征，这与基于邻近距离权重矩阵计算的结果是一

致的，表明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差距越大，产业生态化的发展差距也会变大；另一方面，在 2015 年前，一个

城市的产业生态化水平更大程度上受到经济距离权重的影响，而 2015 年后则更加受到周边城市的影响，经

济“标杆”城市的影响力降低。

2.2.3 基于邻近×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表 4和表 5显示了不同权重矩阵下，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空间特征，本文进一步研究混

合权重对产业生态化的影响。本文将邻近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结合，构建邻近×经济权重矩

阵，表 6报告了基于该混合矩阵的空间自相关 Moran’sI 指数。

表 6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 Moran’sI指数（邻近×经济距离混合权重矩阵）

年份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Moran’sI -0.211 -0.156 -0.214 -0.304 -0.298

年份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Moran’sI -0.349 -0.304 -0.300 -0.331 -0.402

年份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Moran’sI -0.401 -0.443 -0.431 -0.427 -0.437

根据表 6 的计算结果，可知当考虑了混合权重矩阵时，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的负空间自相关系

数更加显著。在空间自相关的系数上，绝对值最高的为 2015 年的-0.443，且自 2013 年以来一直位于 0.4

以上。这表明，城市周边的标杆城市对其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具有十分显著的负向影响。



2.3 产业生态化区域联动转移机制

2.3.1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的影响因素

前文计算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指数和空间自相关系数，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

地级市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在 2004—2018 年间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在空间上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为

了对其内在机制进行进一步探讨，本文构建了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计量模型。首先，本文基于面板固定效应

模型研究产业生态化的影响因素。表 7 汇总报告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指数、产业经济发

展水平、生态资本存量、资源使用效率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表 7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

指数 产业经济发展水平 生态资本存量 资源使用效率

富裕程度 0.422
***
(0.010) 0.757

***
(0.023) 0.385

***
(0.029) 0.107

***
(0.010)

利用外资结构
-0.039

(0.026)

0.111
*

(0.062) -0.178
**
(0.078)

-0.014

(0.026)

科技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0.016
***
(0.005) 0.008(0.012) 0.040

***
(0.015) -0.018

***
(0.005)

消费结构
0.000(0.001)

0.004
**

(0.002)

-0.002

(0.002) -0.002
**
(0.001)

地区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20 420 420 420

R 0.908 0.837 0.525 0.286

Wald 统计量 953.89 497.32 107.25 38.94

注：上角标***、**、*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表 8、表 9

同。

根据表 7 的估计结果，可知：（1）地区富裕程度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尤其是对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子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提高 1%，会导致产业生

态化提高 0.422%，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另外，会导致产业经济发展提高 0.757%；最低的是对资源

效率的影响，为 0.107。这表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会促使其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同步提高，两

者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其原因不仅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本身是产业生态化指标评价的组成之一，还在于经济

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会提高居民对更加美好生态环境的追求，从而刺激产业生态化水平同步提高。（2）使

用外资程度对产业生态化总体水平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其各子系统具有异质性影响。在总体方面，

利用外资水平越高，产业生态化水平越低，但未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但在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子系统方

面，利用外资水平越高，产业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原因在于外资进入能

够增加地区的产业资本存量，促进经济发展。但外资可能会进入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招商引资导

致的征地、污染等，会对产业生态化产生不利影响。其中，利用外资结构对生态资本存量的影响系数为-0.178，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3）财政科技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越高，产业生态化总体上也会越高，但同时

也会导致资源利用效率子系统的得分下降。首先，科技支出比重对产业生态化的影响系数为 0.016，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表明科技支出比重越高，产业生态化水平也越高，两者具有正向关系。但科技

支出占比提高也可能会导致污染排放增多，尤其是较高的科技支出比重投入到污染性大的行业，例如光伏

等产业。



此外，消费结构对地区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影响不大，表明地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主要是由供给端

驱动。

2.3.2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区域联动转移机制

表 7估计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的影响因素，从中可以看出产业生态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然而根据前文的分析，产业生态化可能还受到地区层面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其本身的依赖路径。为此，本

文构建了产业生态化的动态面板空间自回归模型进行研究，表 8 首先报告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产业生

态化动态面板空间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表 8的估计结果显示：（1）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的空间依赖关系为负，且主要受到标杆城市的

影响。首先基于邻近距离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的ρ为-0.077，未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周边城市的

产业生态化水平对其自身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具有负向影响，基于经济距离和混合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同样

也证实了该现象，这与前文计算的 Moran’sI 是一致的。特别是，基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估计的空间依赖

系数为-0.191，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基于混合距离权重矩阵估计的该系数为-0.096，也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地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更加受到标杆城市的影响，标杆城市的产业生态化水平越

高，该地的产业生态化水平也就越低。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较为发达的城市为了提高产业生态化水平，

转而将污染性大的产业向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进行转移，导致地区的产业生态化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区域

层面的产业生态化方差也不断拉大。

（3）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发展存在显著的自身依赖路径。采用邻近距离、经济距离和混合距离

权重矩阵估计的γ系数显著为正，且都位于 0.600 上方，表明地区上年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对当年的产业生

态化发展水平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显示了地区产业生态化发展的惯性。此外，当控制了产业生态化的上

期变量和空间依赖变量后，其他控制变量对地区产业生态化的影响基本上同表 7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但

影响系数有所减小。

表 8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动态面板空间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城市群内）

变量 邻近距离权重矩阵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邻近 X经济距离混合权重矩阵

p
-0.077

(0.051)

-0.191
***

(0.055)

-0.096
***

(0.046)

Y
0.673

***

(0.031)

0.691
***

(0.031)

0.675
***

(0.031)

富裕程度
0.171

***

(0.015)

0.209
***

(0.018)

0.178
***

(0.016)

利用外资结构 -0.018

(0.014)

-0.020

(0.014)

-0.019

(0.014)

科技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0.003(0.002) 0.003(0.002) 0.003(0.003)

消费结构 -0.000

(0.001) 0.000(0.000) 0.000(0.000)

地区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likelihood 766.773 771.6261 767.7633



表 8的估计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发展存在两条转移路径。其一，长江中游城市群内

部的空间转移路径。周边城市及标杆城市的产业生态化水平会对地区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产生负向影响，

导致区域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不断扩大。产生该条路径的可能原因在于污染性产业的跨区域转移，落后

地区在产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上存在权衡。选择承接污染性企业，会导致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增大；

拒绝承接污染性企业，则会导致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因此，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不断拉

大。其二，各地区产业生态化还存在时间转移路径。上年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对当年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

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这解释了总体上各地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现象。

表 9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动态面板空间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省内）

变量 邻近距离权重矩阵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邻近 X 经济距离混合权重矩阵

P
-0.141

***

(0.036)

-0.648
***

(0.151)

-0.133
***

(0.033)

Y 0.674
***
(0.029) 0.681

***
(0.030) 0.666

***
(0.029)

富裕程度 0.186
***
(0.014) 0.216

***
(0.017) 0.186

***
(0.014)

利用外资结构
-0.024

*

(0.015)

-0.026
*

(0.015)

-0.024
*

(0.015)

科技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0.004(0.003) 0.004(0.003) 0.004(0.002)

消费结构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2)

地区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likelihood 766.773 771.6261 767.7633

2.3.3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区域省内联动转移机制

表 8的估计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发展存在两条转移路径。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

论另一种可能，各城市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更加显著地受到省内相邻城市或标杆城市的影响。这是由于，根

据图 1和图 2可知，以武汉—长沙—南昌 3个省会城市为中心的三角格局初步形成，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

势。那么，省内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是否表现出省内极化的现象呢？本文对此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见表 9。

对比表 8 和表 9 的估计结果可知，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的区域联动转移机制更加显著地表现为省内

的联动转移。首先从邻近距离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可知，表 9 的估计系数为-0.141，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

验，其绝对值比表 8 中的更大。这表明，省内周边城市的产业生态化对地区产业生态化具有十分显著的负

向影响。其次，当以经济距离为权重矩阵时，所估计的系数为-0.648，不仅在数值上远高于表 8中的-0.191，

也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省内标杆城市对地区的产业生态化发展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根据前文的

区域联动转移机制，其原理在于省内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会将污染性大的产业转出至省内其他城市，导

致省内的产业生态化发展差距不断加大，这解释了图 1和图 2中武汉—长沙—南昌三角格局形成的原因。

当以混合权重矩阵来计算时，该变量的系数为-0.133，也比表 8中的更大，表明省内的周边标杆城市对地

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当考虑省内效应时，省内标杆城市的负向溢出效应更加

显著，也更为主要。除此之外，各城市的自身转移路径估计结果同表 8中基本一致，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

结果也基本一致。

3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全局 Moran’sI 指数、面

板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空间自回归模型，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发展现状及其区域联动转

移机制。本文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但区域极化效应

不断凸显，逐步形成以武汉—长沙—南昌 3个省会城市为中心的三角格局。2004 年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

业生态化均值仅 0.198，处于低产业生态化发展阶段；在 2018 年达到 0.411，位于中等产业生态化发展阶

段。但从区域差异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各年份的产业生态化发展的方差不断增大，极化效应凸显。

（2）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存在显著的负空间自相关现象。基于邻近距离、经济距离和混合距离权

重矩阵计算的 Moran’sI 指数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发展存在十分显著的负空间自相关效应。

（3）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的区域联动转移机制存在空间和时间两条路径。在空间转移路径方面，基

于邻近距离、经济距离和混合距离权重矩阵的动态面板空间自回归估计结果均显示，产业生态化具有负的

溢出效应。在时间路径方面，一个地区的产业生态化还存在自身的惯性，且这种惯性不受省内或长江中游

城市群内的影响。

3.2 对策建议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提高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对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前文的研究，

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协调区域产业发展政策。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正呈现显著的极化特征，这

会导致大城市发展程度远高于中小城市，不同等级城市间发展水平失衡，经济效率降低。因此，需要协调

区域产业发展政策，避免城市间的过度极化发展。第二，推动城市间要素自由流动。通过改革的手段破除

要素流通障碍，让劳动、资本等资源能够在不同等级城市之间自由流动。通过要素流动平衡产业生态化发

展状况，不仅可以避免大城市产业生态化极化发展，还可以提高中小城市的产业生态化水平。第三，中小

城市可以发挥生态特长，优化经济结构。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更加发挥生态特长，发展生态经济，

提高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避免短期追求经济过快增长导致长期污染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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